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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以

來，部分「先發」國家疫情已趨

緩和，但不少「後發」國家感染

人數未見明顯減退，甚至有方

興未艾之勢；疫情對世界各地

政治、經濟和社會帶來的衝

擊，尚未完全浮現。疫後的全

球治理格局勢將揭開新的一頁。

——編者

理解台灣本土民族主義

作為影響台海局勢的關鍵

變數，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始 

終是兩岸學者關注的重要論

題。日據時期以來，台灣不斷

崛起的本土民族主義思潮成 

為觀察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和

政局的一把「鑰匙」。為此，吳

啟納在〈民主化抑或民族主義

化？——從歷史視角觀察台灣

的政治轉型〉（《二十一世紀》

2020年4月號）一文中，對台

灣島內民族主義思潮的演變及

其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進行了

深入闡釋，對於政、學兩界深

刻認識台灣民主化的前世今生

頗有助益。

正如作者所指出，「台灣

民主的萌芽，源於二十世紀初

殖民和右翼兩種基因的植入」。 

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使

台灣本土與中國內地政治文化

徹底疏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

色的殖民與右翼色彩的民主觀

念，並在島內地方精英群體大

行其道。在1950至1970年代， 

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為了鞏固自

身統治，不得不與這些地方精

英在民主化的政治框架下尋求

合作，使後者最終掌握了地方

層級的政治資源，並日漸形成

右翼民主兼民族主義和以台灣

獨立為目標的政治訴求。這種

政治版圖的變化深刻影響了此

後台灣民主化的形式與走向，

主要表現為：制度、程序和民

主原則遭遇挑戰；民粹化與多

數暴力現象；民主無法為經濟

提供助力。這種「常態」民主支

配下的「變態」現象，幾乎成為

當下台灣民主政治框架下無解

的「困局」。

不僅如此，因為本土民族

主義者並未徹底否認與中華文

化之間的關係，使大陸政、學

兩界對其試圖產生影響的台灣

民主有所誤讀，進而積極利用

「親情牌」和「讓利牌」的手段

來強化對台灣政治的影響力。

問題的關鍵卻在於，由於本土

民族主義者具有左右台灣政局

的權勢，儘管他們以民主化為

口號，但實則是以此來實現其

「民族國家化」之目的。在這種

情勢下，「親情牌」和「讓利牌」

自然難以發揮效力。作者此語

隱含着兩者「途」既殊而「歸」

更不同的意味。

總體說來，作者針對台灣

本土民族主義的論述主要立足

台灣自身而論。但自日據時期

起，台灣就身處國際局勢變幻

的漩渦之中。即便是在當下，

北京、華盛頓和東京等有關各

方，都是影響該民族主義內容

與形式的多重變數。若脫離這

個大格局來談台灣本土民族主

義，可能難以全面反映其真實

面貌。

何志明　成都

2020.4.20

內隱的「領導核心」制

尹鈦的〈當代中國政治中

「領導核心」制之研究〉（《二十 

一世紀》2020年4月號），緣起

於當前中國政治中正在發生的

重大變化：「領導核心」概念重

新被宣揚。與某些黨宣或「存

在即合理」式的論證不同，本

文試圖解釋這一概念隱含的權

力制度邏輯。作者通過對政治

史的梳理，以翔實的資料令人

信服地指出，「領導核心」制是

中共為解決「雙重負責制」困境

的權力制度安排，但其問題在

於：要麼「領導核心」只能「在制 

度外」施展權威—權力，從而

使形式上的、法理上的國家權

力制度變成虛文，削弱國家根

本制度的正當性；要麼「領導

核心」與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發生權力衝突，從而出現政治

分裂和憲政危機的危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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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還敏銳地指出了2010

年代「領導核心」制復活的背

景：隨着中國「黨政合一」的思

路愈來愈清晰，中共通過《憲

法修正案》使一黨執政地位更

加法理化，基本復活了毛澤東

時代所宣揚的「黨是領導一切

的」理念及其實踐。毫無疑問， 

這將對中國社會造成很大的 

影響；「領導核心」制在解決了

「雙重負責制」困擾的同時，又

衍生了一些新的棘手問題。

本文在理論上的貢獻是，

對目前中國研究學界頗為流行

的威權「韌性論」或「調適論」提 

出了挑戰。中國修憲取消國家

主席任期限制之舉，意味着這

些理論認為已經「制度化」的某

些因素，也許並不一定那麼具

有穩定性。所以，對於這些理

論而言，要麼亟需對「制度化」

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進行清晰

界定，要麼需要承認，試圖調

和「威權」及其「生命力」兩面

性的理論建構努力可能並不 

怎麼成功——它沒有看到其所

謂「制度化」現象背後的支配力

量，即內隱的「領導核心」制。

本文稍嫌不足的地方是 

第四節的某些論述有些晦澀 

難解：黨國融合就是要「打造

出一個『現代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使中國成為一個

『正常』國家，⋯⋯建設成現代

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作者

需要進一步闡釋「現代」、「現

代化」、「正常」這些詞語的具

體含義，因為它們關涉到如何

理解國家現代性、當前中國的

國家治理現代化及「領導核心」

制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否需要深思：為甚

麼在中國，最高權力只能以名

義權威和實質權威分離（這種

分離終將走向「領導核心」制）

與「領導核心」制這兩種方式存

在，以致無法生出另外的形

式？對另一可能性的想像都成

為了一種奢侈。

劉培偉　泰安

2020.4.16

記憶史與中共黨史研究

二十世紀70年代，西方學

界興起新文化史研究範式，記

憶史是其重要內容之一；及至

二十世紀末，記憶史研究逐漸

在中國學界展開。直到近些年， 

記憶史研究才開始進入中共黨

史領域。記憶史與中共黨史的

結合，為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開

闢了一條新路徑。任偉的〈中

共革命史的追憶與詮釋——以

平江起義為例〉（《二十一世

紀》2020年4月號）是該研究領

域的一個嘗試，作者以平江起

義為案例，來探討政治權力與

革命記憶在實踐當中的互動關

係，從而揭示中共政治文化的

運作機制。

作者認為，革命記憶的基

本取向是「向中心靠攏」，而革

命記憶的模式與策略都圍繞此

一核心展開。他提到平江起義

之所以被中共革命史重視，在

於起義者上了井岡山，其上井

岡山的動機也逐漸從當時的

「迫不得已」變為主動「嚮往」

井岡山的「紅旗」。對彭德懷個

人在平江起義前後的評價，經

歷了兩次變化，在革命者—野

心家—革命者之間切換。關

於平江起義的記憶，類似的書

寫在中國革命史中比比皆是，

它們皆契合了典型的革命敍事

模式，服務於政治需要，而該

模式藉着革命記憶的調整進一

步得到鞏固。這樣，圍繞着中

心意識形態，政治權力與革命

記憶彼此形塑。

作者進而分析塑造這些革

命記憶所採取的幾種策略：前

置時間和模糊具體場景，以後

來的中心意識形態來解釋歷史

動機；選擇性「凸顯與遺忘」革

命中的黑暗，如隱藏平江地區

的「紅色恐怖」來證明革命的正

當性，又凸顯「紅色恐怖」來證

明彭德懷手上沾滿人民的鮮

血；憑空創造革命實踐中未有

的內容，如將平江起義原本軍

民疏離的情景變為軍民魚水 

之情，以呼應中共意識形態的

「人民性」。

其實，諸多革命記憶與闡

釋自相矛盾、錯漏百出，何以

無人揭破？作者認為這是記憶

者與統治者的一場共謀。記憶

者出於政治壓力與求生本能，

化被動為主動，向「中心」靠近。 

他們將意識形態內化為自己的

思維，對自身的記憶與思想進

行徹底改造，進而與統治者一

起改造歷史的敍述。至此可見， 

作者的最終目標並非疏理革命

記憶或做記憶史研究，而在於

藉着革命記憶來刻畫中共政治

文化如何運作並發揮作用。

在這篇文章中，大致可以

看到記憶史與中共黨史結合，

對中共黨史研究的推動及其限

度。隨着記憶史視角的引入，

與革命記憶相關的史料可以再

度被挖掘與使用，在一定程度

上似乎有助於重寫中共黨史。

然而，經歷過記憶史的耙梳之

後，得出的結論往往只是為既

有看法提供了一個佐證而已。

鄧軍　上海

2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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